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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价值、制度与事件三个角度，考察了“男女同工同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出现的宏观背景。在微观

层面，进入申纪兰动员妇女参加劳动与西沟妇女们争取男女工同酬的历史，分析劳动与性别作为新社会的两种组织方式，

是如何帮助劳动妇女在劳动过程中生成主体性。从劳动妇女主体的身—心张力的角度分析同工同酬的解放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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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acro-level context in which the demand of“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between men and women”e-

merged in the early 1950s in an interaction of three elements，value，institution and events． At the micro level，it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

vents whereby Shen Jilan mobilized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production and women in Xigou fought for equal pay for men and women． It

thus identifies that labor and gender as two modes of organizing the new society have helped working women gain subjectivity in the labor

proces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tension existing in mind and body among working women serves both to enable and restrict the real-

ization of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一、话语竞争与历史想象:如何打开历史
2020 年 6 月 28 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全国劳

动模范申纪兰去世。出生于 1929 年的她，经历了
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全历程。不同于其同时代

的那批劳模，申纪兰一直屹立于中国的政治舞

台———人民代表大会中，被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常青树”“活化石”。申纪兰不仅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而且连任 13 届，履职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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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国家赋予这位朴实的老人各种国家荣誉的
过程中①，她也经历过数次网络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

中于她是否是一名合格的人大代表。申纪兰去世后，
再次引发短暂的网络关注，舆论大多也是聚焦于其人

大代表的身份以及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入宪的贡献。
或许是为了表达对这位老人的敬意，正面性的撰文都

有意识地为她的人大代表能力与资格正名。有网站撰
文整理她作为人大代表时所提交的提案［1］，以证明她的

履职能力;有人借她们争取“同工同酬”的故事赞扬她
是“女权先锋”;更多的人则将其视为倡导男女同工同
酬第一人，并把“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的功劳归于
她的倡导与推动。聚焦她的人大代表身份，有意无意
地忽略了她之所以能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最直接的动

因:她是“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主管妇女劳动
的女副社长。她之所以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不是因为
她倡导“女权”，而是她组织妇女劳动，并在劳动过程中
与其他妇女一起争取男女同工同酬，从而带动更多的妇

女参与到生产劳动中，成为合作社的社员与国家的主人。
从“女权”———女性权利的脉络里来叙述男女

同工同酬［2］，并把此功绩归于申纪兰个人的主体能

动性。这种叙述套路，一方面迎合了强调与彰显( 个
体) 女性主体性的主流女权的叙述套路，另一方面仿

佛捋顺了“妇女解放”话语与“女权话语”之间的裂
缝，使前后两个时代无缝对接，却实则消弭了两者之

间的范式性差异，遮蔽和挤压了使申纪兰脱颖而出

的那个时代“妇女解放”的具体历史过程与结构性
背景;拧成女性权利的抽象细线，挤掉的是申纪兰所

代表的“( 劳动) 妇女”群体及其具体的参与劳动的
过程，以及赋予“劳动”不同于过去历史的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结构。另一种持“妇女解放”话语
的叙述［3］仍是套用传统革命史基本理论范式与宏大

的叙述方式，一方面重申妇女解放是阶级解放运动

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把劳动解放妇女的故事叙述成

脱离父权家庭压迫的故事，妇女参加公共生产劳动

带来的独立性以及社会主义生产体制对再生产职能

的社会化，打击了私人父权家庭。宏大的理论叙述
与抽象的女权叙述，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有着共同的

叙述特征:抽空历史之后的空洞，而且分享着妇女解

放的共同想象: 经济独立与女性的个体独立。处于
分配环节的男女同工同酬不仅是对女性权利的实

现，也是女性经济独立的保障。所以，在当下中国的
话语语境中，这两套看似竞争的主流叙述范式，实则

分享着对妇女解放的共识: 女性参与公共领域是解

放，而阻碍女性在公共领域表现的是再生产领域的

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分担不均。在对未来的想象中，

自由主义女权的叙述范式是期待未来更多的女性

“向前一步”，进入领导领域，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人
大代表申纪兰自然是这类女性精英的杰出代表。社
会主义妇女解放的想象则是希望回看历史，重新挖

掘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资源，但除了把社

会主义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思想

资源，似乎对于要挖掘什么，并没有正面言说，也没

有做出清晰的整理与明确的呈现。

如果说，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持续授予申纪兰

以各种国家荣誉，是希望在“申纪兰”这个稳定的能指
概念下赋予其不同时代所需要的不同政治内涵，既对

申纪兰的贡献予以承认和宣传，又试图以“申纪兰”这
一符号的延续性润磨时代的结构性变迁导致的分歧与

隔膜。符号化“申纪兰”的同时也抽空了申纪兰诞生的
那个时代的具体历史特征。民间话语中的这两种叙述
范式，同样是借着“申纪兰”这一符号，竞争着对于中国
妇女解放的过去与未来的阐释。但是，符号化的言说
方式，无法真正进入历史，反而封闭了历史，抽空了历

史。这既无助于真正理解“申纪兰们”，更无助于我们
去整理这段历史。那么，我们能否借助申纪兰的生命
故事，打开与进入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具体历史过程?

不是从先验的理论框架与抽象理念出发，而是努力回

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真实的实践经验中，在具体的政

治—经济—文化结构里呈现历史主体的生成;同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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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全国人大网介绍，申纪兰还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
2019年，申纪兰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参见《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兰精神代代相传———连任十三届的全国
人大代表申纪兰同志与世长辞》，全国人大网，http: / /www． npc． gov． cn /npc /c30834 /202006 /1ed18a3b3ae440f99e06ed
1dc6230f3a． shtml，上网时间: 2020－07－21。



主体的情理结构和身心感受出发，反思主体所在的政

治—经济—文化结构的解放与局限。在主体与结构的
来回互动审视中，后世的我们或许能加深对那段历史

的理解，也能为我们未来的想象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
二、“男女同工同酬”: 西沟妇女的行动契合了

国家的需要

申纪兰最出名的故事是她倡导男女同工同酬，

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本文就从这个故事
出发。“男女同工同酬”对于新中国意味着什么?
申纪兰为什么要去争取“男女同工同酬”? 她们是怎
么做的? “男女同工同酬”制度化的实现有什么样的
外部性支持条件?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给妇女带来
了什么变化? 妇女又遇到什么样的现实困难?

(一) 1954 年《宪法》没有写入“男女同工同酬”
的内容

在全国人大的官方网站上，对申纪兰最重要历史

贡献的表述是“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男女同工
同酬’被正式写入宪法”［4］。2019 年共和国勋章的颁
奖词，对这一贡献的表述是“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
酬’写入宪法”［5］。但是，对于申纪兰这一历史贡献的
定位，网络文章甚至严肃的学术论文［6］［7］［8］与学术著作

往往把“倡导”理所当然地想象成“首倡”;将“写入宪
法”的“宪法”，望文生义地推论为 1954 年第一部共和
国宪法。如此推演的原因，估计是因为助力申纪兰走
向全国的那篇《人民日报》的文章［9］发表于 1953 年 1
月 25日。1954年，申纪兰成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据笔者查阅，1954年《宪法》根本没有“男女同工

同酬”这一条款。1954 年《宪法》第 96 条规定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
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相比于 1949年的《共同纲领》，增加列举了“家庭”这
个领域内的男女平等( 第 6 条) 。《共同纲领》更强调
“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这一条文的微妙变化，反映出国家关注焦点的转移，

从用《婚姻法》撬动旧社会秩序转向了社会新秩序的
建构，从“破”转向了“立”。性别成为国家建构社会新
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男女平等成为国家重构新社会

新秩序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渗透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和家庭的各个领域。这正是后文要进一步讨
论的男女同工同酬原则出笼的最大的社会背景。
“男女同工同酬”正式进入宪法是 1978 年。1978
年《宪法》第 53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
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
利。男女同工同酬。”1982 年《宪法》第 48 条承继了
相似的表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
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
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
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1982年后，《宪法》历
经 1993年、1999 年、2004 年、2018 年修正，但都保留了
第 48条的表述。而在以讹传讹的传播中，1982 年《宪
法》的第 48条被张冠李戴到 1954年《宪法》上，而 1954
年《宪法》第 48条是关于国务院机构组成人员的规定。
与“男女同工同酬”写入 1978 年《宪法》同步的

是，“男女同工同酬”作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
具体体现被写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1978 年 2 月 26 日) 中。正是
在这一次会议上通过了 1978 年《宪法》。需要注意
的是，在 1978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男女同工
同酬”原则是作为农村社队的分配制度出现的。
“所有社队都要认真执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所以，“同工同酬”是与“评工
记分”制度联系在一起的。1979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1979
年 6 月 18 日) ，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个
主题下，再次提到了“同工同酬”，是从发扬社会主
义民主出发，“各级政府还必须十分重视提高妇女和
青年的地位，维护和实现他们的权利，特别是同工同

酬的权利”②。可见，同工同酬不仅是公民的权利，
1978 年《宪法》与 1982 年《宪法》都把它放在“公民
基本的权利与义务”这一章中，并且关涉社会主义民
主的实质与具体体现。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人民
日报》报道中提到“男女同工同酬”时，笔者发现，特
别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述中，“男女同工同酬”确
实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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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人民日报》，1979 年 6 月 18 日。



不论 1978 年《宪法》的时代局限，也不论后世如
何评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几年过渡时期的过渡性
质，纵观从《共同纲领》到共和国颁布过的四部《宪
法》及几次“修正案”，从“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
权利”的泛化表述到“男女同工同酬”入宪，也提示
我们，性别作为新社会新秩序的构成维度，男女平等

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具有一致性与延续性的。
(二)并非首创，制度变革的推动力

对于申纪兰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的另一个说法是

申纪兰“首倡”或“第一次提出”，这一说法也缺少历
史依据。2012年《中共党史研究》发表过一篇李金铮
与刘洁讨论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男女“同工同酬”的
文章，可能因为是史学论文，加上刊物与作者的权威

性，这篇文章在网络文章或学术论文中多次被引用，

用于引证申纪兰是“男女同工同酬”做法的首倡者。
实则，引用中很多是对这篇文章的误读或想当然的引

申。作为一篇严肃的史学论文，作者对于集体化时期
推行的“男女同工同酬”制度与西沟之关系的提法应
是斟酌过的:“男女‘同工同酬’作为一个普遍的口号，
始于山西省长治专区平顺县西沟村的初级合作

社。”［8］同时，作者特意做了一个注释，称“一般谈论
‘同工同酬’问题的文章，都将山西西沟村合作社作为
中国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发源地。……但对此段历
史缺乏论证”［8］。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对“对此段
历史缺乏论证”深有同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西沟
村合作社推行“男女同工同酬”制度的历史作用定位在
宣传上，即作为一个“口号”的推行。这种表述颇有深
意，笔者也深以为然，认为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的。
同时，笔者认为“男女同工同酬”不仅是一个“口

号”，更是一种“价值”———社会主义国家本质属性的
体现;是一种“制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分
配制度，而非只是一项普通“政策”。笔者在翻阅1953
年前后的《人民日报》时发现，报道中对于“男女同工
同酬”的应用有三个角度。一是作为“价值”的男女同
工同酬。二是作为“事件”的男女同工同酬。西沟合
作社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是当时众多此类故事中

最凸显的一个，经过《人民日报》的报道而成为一个
“事件”。三是作为“制度”的男女同工同酬。1953 年
1月 25日《人民日报》对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
妇女争取同工同酬过程的报道，据说“轰动全国，各省
党报几乎无一例外地全文予以转载”［8］。但是，是西
沟的事抑或西沟的报道引发与推动了制度安排，还是

先有制度的需求，创制者利用这个事件去推动，这是

两种不同的因果关系。尽管现在没有明确的史实建
立起清晰的因果关系，但笔者通过查阅 20 世纪 50 年
代早期《人民日报》对“男女同工同酬”的报道以及梳
理同时期的合作化的政策文件，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李金铮和刘洁认为国家正式政策的出台是在这篇报

道之后，如果“国家正式政策”是指中央层级的国家政
策，那么，这个判断尚能成立。但是，国家也不是一元
性存在，而是包括中央与地方，他们没有看到地方层

级的政策其实早于 1953 年的这篇报道，且中央多有
把地方政策批转各地参考。所以，他们认为西沟报道
之后，“由此男女‘同工同酬’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开
始凸显出来，并真正开始纳入中共中央的视野”，“中
共中央以及领导人就不断提倡‘同工同酬’问题，并正
式制定相关政策”③，这一判断可能不成立。李金铮
和刘洁的这一结论可能也影响到后来的引论者确信

是申纪兰“首倡”与推动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制度
化，只是他们多凸显申纪兰个人的主体性及其个人贡

献，或者直接把西沟的事作为推动制度化的动因。李
金铮与刘洁引用这篇报道时还是谨慎地将其视为“西
沟村的事迹”，并把男女同工同酬的制度化溯源于这
篇报道。笔者赞成这是一个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事
件，行动者不仅有申纪兰，有其他妇女，有男性社员和

男性党员，还有党支部，以及上级地方领导的敏锐、国
家层面的需要。同时，笔者认为，国家对男女同工同
酬制度化的探索要早于 1953 年 1 月 25 日的那篇报
道。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蓝邨从妇女角度的报道让国
家看到了使同工同酬制度落地的可能性，也迎合了国

家希望推动合作化运动的需要，而赋予申纪兰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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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或许正是因为作者过于相信西沟与正式制度出台之间的因果关系，遗憾的是，这篇严肃的史学论文在同工同酬原则入宪

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把 1982年《宪法》条款安在了 1954年《宪法》上。大量引用者未经考据地引用，以讹传
讹。《口述申纪兰》《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 1938－2014) 》等具有史料功能的一些作品也受到影响，采信了这一结论。



政治礼遇、劳模的形塑、事迹的宣传使“男女同工同
酬”这一原则在全国被广为传播和知晓。
三、“男女同工同酬”:价值、制度、事件
笔者检索了人民数据库中的《人民日报》子库，

在正文中出现“男女同工同酬”这个术语的最早报
道是 1946 年 8 月④。截至1956年12月30日，正文中
出现“男女同工同酬”的文章共检索到 81 篇。以 1956
年作为分界线，这是因为 1956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社员总户数已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 3%［10］(P344) ，
宣告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意味着农业合作社的

制度形态基本形成。分析这 81 篇报道，基本是从价
值、政策与事件三个角度来使用“男女同工同酬”的，
下面笔者将结合同时期合作社文献，分别从“作为价
值的男女同工同酬”“作为制度的男女同工同酬”“作
为事件的男女同工同酬”三方面，来勾勒诞生“申纪
兰”的时代背景、必然性与偶然性。
(一)作为价值的男女同工同酬

在人民日报数据库中，越是早期的报道，往往越

从社会性质的角度来叙述男女同工同酬。男女同工
同酬是衡量社会性质的一个指针，或者说，男女同工

同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一般而言，资本
主义国家的男女同工同酬是仍在争取的权利⑤; 社

会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换言之，只有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苏联

是最主要的样板⑥。这种叙述结构可以在同时期的
一本介绍苏联工人生活的译著中得到清晰的印证。
“同工同酬问题，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
不满意的一切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虽然很多

民族的、国际的社会团体都有过宣言:希望与允许，但
是，这个问题始终未被解决。只有苏联，在三十二年
前即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了。同时，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之后，在新民主主义各国同工同酬问题也得

到解决了。”“在苏联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同工同酬
原则，在这里已从法律上加以肯定了，并完全实现于

生活之中。男女工资的区别，在苏联仅限于其熟练的
程度、工作能力与创造性。”［11］(P60)书中也介绍苏联之所
以要实施同工同酬，是因为“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社
会主义的原则，能够实施同工同酬是因为公有制。
在这种理论原则的支配下，“男女同工同酬”也

成了衡量新中国社会性质的一种测量仪［12］［13］。1949
年 4 月 3 日，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而召开的中国妇
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的朱德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他在旧—新社会的对
比中，描绘了解放区妇女的成就，并以此来激励妇女

想象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在解放区妇女被压迫被奴
役的状态已经根本改变了，很多妇女参加了人民政

权的工作、土地改革的工作和生产运动。在人民政权
下，她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婚姻问题上，
都正在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在工厂里，在各种职
业岗位上，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14］

与这种叙述方式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在总结新中国的成就时，国营工矿企业中实现男女同

工同酬是一个成就，更是体现新中国社会性质的标志。
“新中国妇女，集体合同规定男女同工同酬”［15］，“各地
工厂实行了男女同工同酬”［16］。“女工的生活福利待遇
也已有显著的改善，各地工厂都实行了男女同工同

211

④

⑤

⑥

人民数据库中《人民日报》子库，收录的最早报道是 1946 年 5 月 15 日。《人民日报》创刊于 1948 年 6 月 15 日，由《晋察冀
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1949年 8月 1日中共中央决定把《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
沿用 1948年 6月 15日的期号。所以，1946年至 1949年的报道可能来自于《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电子版中
辨识不出具体的出处。但是，1949年 8月 1日之前的报道倒是有助于我们认识“男女同工同酬”这一话语存在的长期性。
新华社:《日本的工人 纺工总同盟成立 九州煤矿总罢工》( 1946年 8月 11日，人民数据库·《人民日报》子库) ;《世界妇女
当年重要任务反对新战争为民主而斗争 嘉加林娜著文纪念“三八”节》《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国际妇联代表离苏来京 英
美两国妇女代表已选出》( 1949年 11月 25日，人民数据库·《人民日报》子库) ;《教育工作者工会国际行政扩大会议致函各国
教育工作者 号召资本主义各国的教师们团结起来争取生活政治权利》( 1951年 10月 31日，人民数据库·《人民日报》子库) 。
《职工成为国家主人 保加利亚生产激增》( 1948 年 5 月 5 日) ;《世界工联执委会闭幕 通过保证男女同工酬决议》( 1948
年 5 月 18 日) ;《德境苏占区的经济任务》( 1948 年 7 月 16 日) ; 《亚澳工会会议上蒙古代表阿德利比什讲话》( 1939 年
11 月 20 日) ;《劳动妇女代表会闭幕电斯大林致敬》;《莫斯科列宁格勒选区选民会议上 马林科夫发表演说指出:苏联、
中国及人民民主国家 共同警卫着世界和平》( 1950 年 3 月 31 日) 。



酬。”［17］1951年“三八”节前夕，全国总工会为纪念“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给各级工会的一份指示中，把
“共产党政权下，国营工矿首先实行男女同工同酬”［18］

作为宣传重点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三周年时，时任中
华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在《人民日报》撰文
称，“男女同工同酬制度，在国营企业中普遍实行”［19］。
从这些报道中很容易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

讲述“男女同工同酬”的成就时，所指的是女工，还
没有涉及农村的妇女劳动。笔者在翻阅同时期的《光
明日报》时，读到一篇介绍福建省人民法院 1953 年
《婚姻法》宣传经验的文章。在面向农村的思想政治
教育中，福建省人民法院在对农村地区进行《婚姻法》
宣传时，不仅宣传男女平等，还要求把《婚姻法》的宣
传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教育联系在一起。他
们对于社会主义前途描述为:“社会主义农村是机器
耕田、按劳取酬、男女同工同酬，更没有压迫妇女、虐
待妇女、漠视子女利益等不合理行为”［20］，随后指出
“要介绍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20］。把男女同工同酬
与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想象联系在一起，苏联的存在使

人们相信这种向往并不虚幻，有实现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这些文本，透露出在国家的“男女同工

同酬制度”正式出台之前，在国家的意识形态层面，
“男女同工同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所规定的
外部要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已经通过

各个渠道在新中国开始传播。“男女同工同酬”在价值
层面上，不仅体现男女平等，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国家话语中，妇女

解放与男女平等同样是新中国追求的使命与目标，

也与新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相连接。比如，1956
年，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 “我们所
建立的国家，同一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人

类历史上最民主、最有效率、最巩固的国家。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几亿被侮辱被损害的饥寒交迫

的奴隶升到了主人翁的地位，使他们的生活和自由

得到保障，使劳动得到光荣，使妇女得到平等的地

位。”“我们党一贯地关怀和支持妇女解放运动，把

妇女的彻底解放看作我们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值
得品味的是，“使劳动得到光荣，使妇女得到平等的
地位”这一动宾结构的表述，在 1956 年前后的时代
背景下，实则对党的组织包括基层组织与党员干部

树立了规范，提出了要求。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定
位与强势的渗透性的宣传教育，提供了强大的意识

形态背景与政治规范，不仅为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文
化改造———包括在各项事业中推动男女平等———提
供了国家支持，也为一系列经济变革提供了新的合

法性话语。妇女在西沟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时，新社
会这套新的政治理念对村庄党支部、男性党员、共青
团员可能还是起到一定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从而促

使他们对妇女的行动和组织动员提供支持。
(二)作为制度的男女同工同酬

1949 年战争结束后，劳动力供给相对增加，一
些老区的劳动互助呈现出自流状态，一些地方基层

干部认为没有必要再组织劳动互助了。为此，1951
年政务院发布指示，要求各地开始着手整顿。在各
地的经验总结中，在组织劳动力和计酬问题上，不约

而同地把有没有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作为经验总
结出来，逐渐把“男女同工同酬”作为一项基本制度
在地方性政策中规定下来，并要求贯彻执行。

1952 年 3 月 9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委
员会农业互助研究组总结了华东农业生产中劳动互

助的情况，认为今后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互助组，必

须解决一些问题。在“实行等价交换中，必须注意男
女同工同酬问题，并解决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时的特殊

困难，建立农忙托儿所。负责农忙托儿所的妇女，也
应适当记分，或进行必要的奖励，借以发挥广大妇女

的生产积极性”［21］。山东作为正面典型，做到了合理
使用劳动力，其中男女同工同酬是一个正面经验⑦。
这篇文章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上。
关于反面经验。1952 年 6 月 6 日，习仲勋在中共

西北局召开的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列出了组织互

助合作时要解决的 12个问题。其中，在劳动力问题上，
他认为“互助组内，对妇女劳动力，依据男女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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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参见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农业互助研究组:《华东农业生产劳动互助的情况》，《人民日报》，1952 年 3 月 9
日和 3 月 10 日连载。



原则，按其实际劳动情况，评工记分。有些地方把妇女
一律按半劳动力计工，是不对的”［22］。1952 年 4 月 10

日，署名“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的一篇《目前农
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指出，在合作
社管理制度上存在一些问题，妇女劳动力同工不同酬

也作为问题被指出来了:“关于妇女及半劳动力参加劳
动，应同工同酬，不能只给其低微的工资。”［23］(P99)

1952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 7 月
14 日呈送给中央的一份报告《华东局有关互助合作
运动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中共中央表示同意，批
转给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西南局并转各省、市、
区党委，同时要求将其发给新区各地党委参考，认可

此件可在党刊上登载［23］(P83)。在华东局的政策规定
里，列举了十条政策。其中第十条规定: “应普遍实
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对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
社中的妇女劳动力，应按其劳动的实际效能，民主评

定其劳动分数，不能一律作为半劳动力计算。”［23］(P84)

1953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准东北局《东北
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章程》( 以下简称《试行章
程》) ，并批转分发给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参
考。在这份《试行章程》中的“生产管理”部分下面，
第十八条如何计算劳动日的规定中，要求“逐步贯彻
按劳取酬的原则”，同时把“实行对妇女劳动贯彻同
工同酬的原则”写入《试行章程》［23］(P120)。

1953 年 2 月 15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
1953 年 3 月 2－14 日，华北局召开了农业生产合作
社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若干问题
的解决办法》( 以下简称《解决办法》) ，在征求华北
局所辖的各省委同志的意见后，经中共中央华北局

讨论，于 4 月 3 日报请中共中央审查，希望得到中央
批示后下达各地执行。5 月 30 日，中央批准“认为是
好的，是可行的”，并提出“将原件略加修改后，转发各
地参考”［23］(P140)。在这份华北局的《解决办法》中，一共
列了 12个问题，其中专章单列“发动妇女问题”。
(一)应充分发挥妇女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注意和

照顾妇女因生理关系所发生的困难，分配适合于妇女

劳动的工作。(二) 男女社员实行同工同酬。即妇女
如果和男人做同样多和同样好的工，应得到同等的报

酬。妇女从事其他辅助劳动亦应得到合理报酬。男
女社员享受同等的民主权利，社内实行民主原则，应特

别注意到妇女方面。(三)社员应根据社员自愿，有准
备有条件地组织托儿互助，以发动妇女参加生产。
(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应注意培养妇女干部［23］(PP142－143)。

华北局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合作互助经济中
走在前列，申纪兰所在的山西西沟村就是在华北局

辖区内。《解决办法》中所提及的关系到妇女的四
点问题，几乎是预见性地囊括了妇女大规模参与集

体劳动之后遇到的问题。
1953年 4月，中央华北局提出了《华北区农业生
产合作社试行简章》，这份章程也由中共中央审查修
正。其第十五条也是关于“劳动日”的计算，要求“应
按劳动分工之不同，分别定质、定量，规定各项劳动作
业的定额标准，按定额计算劳动日。男女劳动同工同
酬”［23］(P122) ，把“男女劳动同工同酬”写入了章程。

综合上述地方性政策文献来看，本节讨论的“男
女同工同酬”的制度化问题，从各地方的工作会议、经
验总结到中央批转各中央分局的地方性政策规定，尽

管还是以地方性政策面貌出现的，实则已经逐步开始

了制度化进程。就本文主要商榷的观点而言，认为
1953年 1月 23日《人民日报》发表西沟妇女争取男女
同工同酬长篇报道之后，“男女‘同工同酬’作为一个
重要的命题开始凸显出来，并真正开始纳入中共中央

的视野”，“中共中央以及领导人就不断提倡‘同工同
酬’问题，并正式制定相关政策”。这一判断明显与史
实不符。笔者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国家没有急于在
国家层面上制定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是因为 1952

年国家对于互助合作经济的推行速度还处于探索与

试点阶段，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在进行之中，尽管

从大方向来看，国家推动中国农村经济朝着集体化方

向发展的目标是肯定的。1951年，实则已经制定过一
个全国性政策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
合作的决议( 草案) 》( 以下简称《草案》) 。1951 年 9
月 20－3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
作会议，制定了《草案》。1951年 12月 15日，这份《草
案》印发到县与区委一级，要求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
的地区组织实行，并对党内外进行解释。处于当时的
历史语境下，中央要求这份《草案》只在党内刊物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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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因为还是草案”［23］(P50)。这份《草案》主要回答的
是为什么农民需要互助合作经济，主要解决党内对于

农业互助合作两种倾向的思想问题: 一种是消极思

想，另一种是冒进思想。《草案》介绍了当时农业生产
中的三种主要互助合作组织的形式:季节性的简单的

劳动互助组、常年互助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
互助合作社。《草案》中没有“男女同工同酬”的规定。
根据上节内容的梳理，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早

有明确的“男女同工同酬”的理念，那么，为什么没有写
入《草案》呢? 是互助组织初创期管理制度粗疏，抑或
是中共对农民的妥协? 笔者认为，这两个理由都没有

解释清楚理论上的问题。《草案》中提到这三种互助组
织形式基本是在保留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合作。只有在
共同劳动的基础上，计工取酬、按劳分红才是社会主义
性质的分配方式。恰是《草案》中缺失的“男女同工同
酬”的规定提醒我们，“男女同工同酬”实行的基本制度
条件是按劳动分配，而不是按财产分配，彻底实行按劳

分配是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如果注意到这个制度环
境，西沟村的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行为就是发生在从

“互助组”转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按劳力分
红在分配中占比增加，妇女的劳动力价值才被凸显出

来。过去的研究多是强调合作化运动对于妇女劳动力
的需求，这当然是直接的动因，但很少揭示同工同酬制

度能够施行的基本制度条件，即越是按劳分配，而非按

财产分配，妇女劳动力价值才越重要。
就国家层面的正式政策来讲，1953 年 2 月 15

日，“草案”两字被去掉，《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 作为正式决议在
报纸上公开发表，是中共向党外正式表明了中央层级

希望推动合作化运动的态度。《决议》中有组织妇女
的要求:“把妇女及其他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使人尽其
力。”［23］(P117) 放在这个大脉络中，1953 年 1 月 25 日，蓝

邨文章的发表实在是非常配合了这个历史大势。
1953年 12月 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以下
简称《决议》) ，规定“实行一定的按劳分配”;《决议》

中没有出现“男女同工同酬”这一抽象术语，却是尽量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男女同工同酬”⑧的操作:
“男女劳动力应该按照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实行同样的
报酬(例如:在同一工种中，妇女如果和男人做同样多

和同样好的工，她所得的报酬必须是和男人相等的。

劳动超过男人的，报酬也照样超过;劳动比不上男人或

只达到男人一半的，报酬也照样减少”)。另外，《决议》

提到了女性的生理困难:“在劳动中，必须注意和照顾
妇女们在生理上所发生的困难。”［23］(P171，P174)在地方与国
家层面的政策上多次提到妇女生理上的困难，实则政

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在重体力的农业生产中，按“劳”

分配对于妇女劳动力的不利与挑战，以及在这种生产

力条件下，“男女同工同酬”对于妇女的制度性不利。
1955 年 9 月和 12 月，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
社会主义高潮》，一共写了 2 篇“序”和 104 篇“按
语”，其中 3 篇“按语”讲到“男女同工同酬”。用词
已然不同于 1953 年《决议》中的劝导性语言风格了，

而是强硬的“必须”了。“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
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

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⑨“为了建设
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

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
工同酬。”瑏瑠第三篇的题目就是《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
同工同酬》，毛泽东的“按语”是“这一篇文章不长，容
易看，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瑏瑡。需要指出的是，毛
泽东写“按语”的这 3篇中，2 篇出处是妇联。这也体
现了妇联在合作化运动中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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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瑏瑠

瑏瑡

流行观点中对此表述也不够精确，把 1953 年 12 月 16 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
议》视为明确“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确切地说，没有出现“男女同工同酬”这一概念，但确有其实质精神。
《邢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工作的规划》( 1955 年 11 月) “按语”，载中共中央办公厅:《中
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上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66 页。
《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 1955 年 6 月 8 日) 一文“按语”，载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上册) ，北
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357 页。
《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1955 年 10 月，见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通报】第 99 期) ，载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农
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下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1159 页。



相比于农业职能部门更多在工具理性或者说从生产

的角度阐释男女同工同酬的作用，妇联更善于从价值

与理论的角度来论述男女同工同酬的重要性瑏瑢。
伴随国家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加速，“男女同工同

酬”作为基本原则被广泛传播，并进入国家层级的制
度。1955 年底，《人民日报》中再次提及“男女同工
同酬”时，开始使用“贯彻男女同工同酬”［24］［25］。
1955 年 11 月 9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草案》，对
于劳动报酬的规定使用“无条件地实行男女同工同
酬”［23］(P330)。1956 年 1 月，《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草案》( 即“农业 40 条”) 第 29 条指出，
“对于妇女的生产劳动，坚决实行同工同酬的原
则”。1956 年 6 月 30 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
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其“总则”
第 2 条规定“组织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
酬’，不分老女老少，同工同酬”［23］(P351)。1956 年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 以下简称《指示》)
关于分配规定“必须坚持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和男女
同工同酬的原则”［23］(P390)。在这个《指示》中，提出分
配问题是巩固合作社的关键之一，是社会主义生产

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体现。
“男女同工同酬”成为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分配制度。
(三)作为事件的男女同工同酬

梳理完作为“价值”的男女同工同酬与作为“政
策”的男女同工同酬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历史的脉络
里定位 1953 年 1 月 25 日蓝邨撰写的西沟妇女争取
男女同工同酬故事［9］的历史方位了。这篇文章之所
以在全国产生影响，一是应运而出的时势所需，二是

申纪兰及其西沟妇女确实起到了一个独特的功能。
所谓时势所需，是解决妇女同工同酬问题已经

成为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发展互助合作经济的
必须。到 1952 年底，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已发
生重大变化。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除
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与台湾地区，土地改革在全国范

围内基本完成了。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国总农
户的 40%左右，比 1950 年增加了 3 倍［10］(P134，P100)。在
1952 年的爱国增产运动中，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增产
中起了带头作用。中共高层对推动合作化的速度已
有了不同的预期。1953 年 2 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
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正式公布就是这种新预期
的证明。在推动合作化运动中，比较先进的老解放
区经过整顿与经验总结，都意识到把推动男女同工

同酬作为发展互助经济的重要性，并逐渐制度化。

然后，关键在于如何推动与实施。几乎同时，《光明
日报》发表了《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中有不少问题亟
待解决》，透露出新华社在各地调查妇女参加农业生
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到“许多地方的互助合作组织
中，忽视男女同工同酬，有的影响到妇女的生产情

绪;有的使妇女无法忍受致闹单独组织互助组，使她

们的生产组织不易与家庭计划相结合，使她们不易

学习生产知识和技术。特别是许多互助合作组织
中，一律把妇女叫‘半劳力’‘小工子’，不论她们的
劳力强与弱，均按男工的半价给予工资。这些不合
理的现象，一方面应根据具体情况执行同工同酬;另

一方面，也应在互助合作组织中开展批评，批判轻视

妇女的封建观点; 并吸收妇女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互

助合作组织的领导工作，切实解决妇女应有的权利

问题”［26］。这篇文章发表于 1953 年 1 月 28 日，文中
标识是“根据新华社 26 日讯”，与蓝邨文章 1 月 25

日的发表日期非常接近。这说明解决妇女参加农业
生产的问题是 1952 年底与 1953 年初的一个关注焦
点。事实上，《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解决方案似乎
跟《人民日报》蓝邨的思路非常接近: “今后在发动
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中，除在妇女中继续进行组织起

来、参加生产、提高技术的教育外，并着重在社会上开
展男女平等的教育，响亮地提出男女同劳动同享受的

问题，并经过妇女自己的斗争，在生产运动中解决妇

女的经济和民主权利的问题，以此来推动生产运动。”

与蓝邨的稿子不同的是，这篇稿子流于抽象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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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1954 年与 1956 年的“三八”节，全国妇联的工作重心都是强调服务于中心工作，宣传男女同工同酬，与违反男女同工同
酬的现象做斗争。参见《积极领导农村妇女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人民日报》，1954 年 3 月 8 日;《充分发挥妇女在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人民日报》，1956 年 3 月 8 日。



而蓝邨的稿子却提供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事例。
同时期的《人民日报》在报道各地成功的农业

合作社时，也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作为合作社的
成功经验之一瑏瑣。也就是说，西沟争取男女同工同酬
的故事并不具有唯一性。事实上，在蓝邨这篇稿子面
世之前，《人民日报》早已报道过西沟妇女争取男女同
工同酬的事迹，作为李顺达瑏瑤合作社取得成绩的重要

原因之一，报道中使用了“男女同工同酬”这一术语［27］。
这篇报道以李顺达向全国报告生产建设成绩的信的形

式，介绍了李顺达合作社 1952年的成绩。成绩主要体
现在丰产结果和基本建设工作两方面。合作社之所以
能在基本建设方面投入很大力量的一个原因是重视

“发动妇女参加主要劳动”，能发动妇女的原因在于“切
实实行了男女同工同酬”。这篇文章关于妇女解放的
叙述结构跟蓝邨的叙述结构是一模一样的，即劳动解

放妇女:“妇女参加生产后就改变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
位;全村已出现了六户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模范家

庭。”蓝邨的通讯称:“经过去年一年来的斗争，妇女们
无论在社会上或家庭里的地位都大大的改变了。”［9］

相同的事件，相似的关注点，相同的叙述方式，为

什么蓝邨的稿子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就文章本

身来看，除了报道的重心与文章写作风格的差异外，

蓝邨报道与上文提到的报道的差别在于以妇女为中

心，从妇女的角度来讲述如何争取男女同工同酬。为
贯彻男女同工同酬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样板。笔者
认为，与其说这篇稿子在全国引发了巨大影响，把申

纪兰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不如说这篇稿子成功

地吸引了妇联的注意，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妇联凭
借着对意识形态与中心工作的把握，非常敏锐地看到

了申纪兰身上承载的西沟妇女的故事与时代需要之间

的契合，意识到了申纪兰的象征性与引领性，并积极参

与到对“申纪兰”这个象征的塑造或者说“培养”中来。
1953 年 1 月 25 日蓝邨的报道出来后，如何在地
方上引起轰动以及在哪个层级上产生影响，无以考

据。但有据可考的是，申纪兰很快收到全国妇联的
通知，作为妇女代表参加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1953 年 4 月 15 日，申纪兰第一次进京，走进
了中南海怀仁堂。申纪兰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内容
是她在西沟动员妇女的故事，也包括争取男女同工

同酬的事迹。申纪兰自己回忆说，稿子是山西代表
团写好的，她背得很熟［28］(P99)。据说当时发言效果很
好，也成为各团分组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29］(PP130－131)。

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妇女二大的主席团成员，成

为 47 人主席团中的一员，与她并列在名单里的或是
从民国走过来的知名人士、文化界名人，或是从革命
历程中走出来的著名职业妇女领袖。在这份名单
中，笔者能辨识出来的劳动妇女代表，一个是申纪

兰，来自山西农村合作社的副社长; 一个是高凤琴，

来自沈阳的模范职工家属代表;一个是孙孝菊，全国

铁路劳动模范，齐齐哈尔铁路分局调度室副调度

长［30］。女工、新型女农民、职工家属 ( 家庭妇女) 代
表了新中国被国家承认的三种劳动妇女类型，也体

现出妇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的工作重心以及工
作方向。选择申纪兰，也代表着妇联的农村妇女工
作的中心转向引导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在这次大会
上，申纪兰被选为全国妇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3年 6月 5－11日，申纪兰作为唯一的农村劳动
妇女代表出席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妇女大

会。《人民日报》对申纪兰的身份介绍是“农业劳动模
范，山西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瑏瑥。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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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瑏瑤

瑏瑥

《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作好播种准备工作计划大力增产粮食》，《人民日报》，1953 年 4 月 7 日;《在一个农业生产合作
社里》，《人民日报》，1953 年 1 月 31 日、1951 年 2 月 1 日;《四川蓬溪县红旗乡结合整顿互助组工作宣传婚姻法》，《人民
日报》，1953 年 3 月 31 日。
李顺达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就是太行山著名的劳动英雄，1951 年在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背景下，李顺达互助组向全
国发出了爱国丰产竞赛挑战，几乎是那个时期家喻户晓的劳模。李顺达合作社作为全国知名的先进典型，经常有记者
驻村采访。1954 年，《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回忆自己在西沟村的采访故事。参见赵宪斌: 《我国农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
道路上前进 新型农民的成长》，《人民日报》，1954 年 9 月 9 日。
《中国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 选出我国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代表团》，《人民日报》，1953 年 4 月 27 日。中国代表团共有
30 位妇女代表，代表着新中国各行各业的妇女。女工代表是孙孝菊。



妇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在讲话中再次将“在国
家机关、学校、国营企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中，完全实
现了男女同工同酬”作为新中国的成就之一。申纪兰
的名字也出现在李德全的讲话中:“这次到会的中国代
表申纪兰，她在旧社会还是个被压迫被轻视的妇女，现在

却是有名的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31］

1954 年 9 月，申纪兰与李顺达一起当选为第一
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个合作社出两个全国人大代表

是绝无仅有的，也说明申纪兰的性别身份所起的作

用。如果说，李顺达代表着新中国的新型农民，那
么，申纪兰代表着新中国的新型女农民。李顺达不
仅是“劳动发家”的劳动模范，更是走互助合作经济
的引领者。申纪兰不仅是领导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
酬的妇女先锋，更是动员与组织妇女参加生产的合

作社的女社长。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
在大会上发言，她的身份是“志愿军的家属，李顺达
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申纪兰的发言是
典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妇女翻身解放的故事和

中国共产党农村妇女工作的简要总结，当然，争取男

女同工同酬是这个解放故事中的重点部分［32］。
清晰流畅的表述、政治词汇的娴熟运用、叙述结

构的完整性，似乎不太符合刚刚通过扫盲认识了二

千多字瑏瑦的农村妇女的语言习惯。这类发言稿大多
是“秀才们”( 不知是山西代表团还是妇联) 起草与润
色，如同“申纪兰口述”中谈到她在妇女二大时的发言
稿是由山西代表团起草的，但并不能就此来否认申纪

兰的代表资格的匮乏，重要的是申纪兰的代表性。竞

争性选举政治的逻辑无法理解共和国承认政治的逻

辑。这篇稿子是不是申纪兰写的已经不重要，重要的
是申纪兰在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所
承载的代表性与引领性。这个代表性也不仅仅是她
在国家政权中的阶级代表，李顺达已足以担起国家政

权中代表农民阶级的责任，申纪兰体现的是作为新中

国新妇女———确切的是新型女农民———的代表性，她
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妇女工作成就的具体成果。

就争取男女同工同酬这个“事”而言，在各地互助
合作组织中，早已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争取男女同工同

酬的类似行动与实践。在互助合作运动推进的过程

中，国家( 中央与地方各级) 与媒体都提及过推动男女

同工同酬。妇联在蓝邨报道之后的接续反应，从国家

层级赋予申纪兰的政治荣誉与政治身份，参加那个时

期所能达到的最高规格的一系列政治会议，如妇女代

表大会、世界妇女大会、全国人大代表、1958 年群英

会……通过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政治传播，申纪兰走向

了全国。与此相伴的，是“男女同工同酬”走向全国。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把这个过程定义为“事件”，这绝非

申纪兰与西沟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一个孤立的

事，而是众多的历史行动者介入的过程瑏瑧。

本小节主要呈现了新华社女记者蓝邨、妇联作

为历史行动者的作用，如果要完整地勾勒这个“事

件”的话，山西省长治地委、平顺县委等地方领导在

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瑏瑨。在微观层级，也不是

只有申纪兰是历史行动者，还有西沟的妇女们，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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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两千多字是申纪兰在第一次全国人大会上发言时提及的。
李顺达互助组作为全国著名典型，一直是有各级干部、报社记者驻村。关于“男女同工同酬”这个概念，明显不属于乡村
社会的用词，应该是这些有政治素养、有文化的蹲点干部提炼出来的。合作社会计张俊虎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我记
得当时有上级派到村里的工作组和报社的记者，是他们将这一决定概括为同工同酬四个字。不过，虽然这不是申纪兰
本人直接提出来的，但是确实在她的工作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参见常利兵:《西沟:一个晋东南典型乡村的革命、生产
及历史记忆( 1943－1983)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212－213 页。访谈时间: 2006 年) 。
申纪兰走上历史舞台，山西地委副书记赵军与平顺县委书记李琳是重要的背后推手。时任山西地委副书记赵军在十个
老合作社现场会时，一看参会的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就让西沟培养一个女社长( 参见李中元、刘晓丽编:《口述申纪兰》，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 页) 。关于蓝邨文章出台的背景，1952 年 12 月，长治地委开互助组合作会议，赵军见到
参加会的合作社社长全是男的，让找个女社长，平顺县委书李琳反应非常快，就推荐了申纪兰。申纪兰作为特邀的唯一
女社长参加了会议，李琳让申纪兰讲讲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怎样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事，引起了在会场的女记者蓝邨的
注意。蓝邨编采的这个长篇通讯发表后，引起了妇联的注意，进而把申纪兰推向了全国的舞台。长治地区同时期有女
副社长的合作社还有武乡窑上沟王锦云农业合作社、黎城县王家庄董桃气农业合作社、平顺川底村农业合作社( 参见李
中元、刘晓丽编:《口述申纪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96 页、第 87 页) 。



不能忽略的，还有西沟的男性党员、党支部在其中的
作用。行文至此，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得出结论，
并不是申纪兰“首倡”男女同工同酬，而是中国合作
化运动对于男女同工同酬的需要，需要申纪兰。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勾勒了“男女同工同酬”存

在的宏观制度环境，第三部分将回到微观层面，回到

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主体。通过分析申纪兰动员妇
女参加劳动、西沟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具体故
事，深入探讨“劳动妇女主体”的生成与西沟妇女争
取男女同工同酬这件事之间的相互生成的关系。
四、“劳动妇女”主体与西沟妇女争取男女同工

同酬的故事

(一) 新社会、新妇女: 申纪兰与“劳动妇女”
主体

1． 认知主体的两种范式: 基于身份抑或基于
权利

申纪兰是各种力量塑造的新中国新型女农民的

代表，但就此把申纪兰理解成完全因国家需要被动制

造的一个符号，无疑是对申纪兰主体性的抹杀，也是

对历史进程中的“申纪兰们”———中国劳动妇女主体
性的抹杀。上文之所以花如此大的篇幅还原历史进
程，是希望把申纪兰还给历史，把主体重新放置回历史

情境中，放回到结构里去，而不是以忽视结构、抽空主体
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主体与主体性，把主体性视为内在

于人的本质属性。主体，是生成的，不是天生的。
近代以来，对独立自主的主体的呼唤是与对父

权制儒家秩序的声讨联系在一起的，并逐渐形成了

两种主体认知方式。一种是对个体化独立人格的应
然化认知瑏瑩，另一种是潜伏在日常生活中仍在经验

着的主体认知方式，即脱胎于儒家秩序且不断注入

时代内容的基于身份的主体认知。基于身份的认知
深嵌在中国关系伦理的精神结构与日常惯习中。用

符合身份瑐瑠的言行举止体现自己的主体性，中国人

称之为“得体”。言行举止得体，不仅是教养，更关
系到“你是谁”的问题。通过确知自己在某个集体 /

共同体中的位置与角色，在具体情境中( 中国人经常

讲“注意场合”) 、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规定着我是
谁、我该做什么、该说什么。类似于“身份操演”瑐瑡，

只是本文更想强调身份操演与主体建构之间密不可

分、无法剥离的关系。习得与身份相符的行为举止，

就是主体化的过程。逐渐适应与熟悉各种政治场
合，熟谙各种政治词汇，这些政治术语逐渐渗透进并

构成她自身的语言表述系统，所谓申纪兰“不会说错
话”［28］(PP255－256) ，实则就是申纪兰的某个政治主体逐
渐生成的过程及其主体性呈现的成果。

基于身份的主体认知，与主体联结的那个群体 /

集体就非常重要，集体不是在主体之外，而是在之

内。集体可以是家庭，可以是村庄，也可以是党 /团、

国家，甚至全球社群的联结。中国妇女解放最被盛
赞与认可的成果莫过于“妇女走出家庭”这个意象
了。但这个意象，往往闭锁在“妇女走出 ( 传统父
权) 家庭”的物理空间这一外化形象，或是妇女从父
权制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宏观制度想象中，中国

共产党是这种妇女解放意象的主要生产者，这套话

语深刻影响着今天的论述。既有的研究却鲜少进入
历史进程、进入妇女的精神层面去探讨“妇女走出家
庭”走进社会瑐瑢，是如何参与到对于妇女主体的建构
的，或者说，妇女主体的内涵产生了哪些变化，看似变

化的内里与所谓传统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关系，有哪些

变与不变。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何为好女人”

的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不同的社会力量都在角力对

妇女主体性的建构。

基于个人权利意识出发建构的主体认知，即个

911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比如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中召唤独立自主人格的系列文章，著名的《一九一六》《敬告青年》都非常典型。陈独秀将独
立自主人格的获得过程定义为求“解放”的过程，其中特别关注女子的解放“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这套论述
结构通过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主体的应然理解。
古典汉语中用“身分”。《辞源》中在“身分”这一词条下有两种解释: ( 1) 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资历等统称为身分; ( 2) 模
样、体态。参见《辞源》第 4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 3011 页。
“身份操演”概念受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性别操演”( gender performativity) 理论的启发。
有一次与母亲的闲聊中，她用“家庭”与“社会”的对子来描述六七十年代一个家里待不住的妇女，称其“爱往社会上
跑”。启发笔者意识到在母亲那代人的意识与语言中，“社会”这个概念的丰富性以及与“家庭”互相定义的关系。



体为自身权利和利益而斗争的意识与行动，在当代

作为典型( 甚至唯一) 的主体性体现被书写与承认。
申纪兰“首倡男女同工同酬并推动入宪”的叙述方
式，正是基于权利的个体主义主体认知范式下的建

构。而申纪兰所表现来的是基于对自己身份的主体
认知，比如她对自己党员身份的认知，以及这种身份

认知所要求的对党的忠诚。这种主体认知方式无法
从个体权利主体的认知框架中获得承认，反之，会否

定其主体性，认为其是被动与受宰制的。
2．性别与劳动:新社会的两种组织方式
在申纪兰 91 年的生命历程中，在多样的主体身

份中，可能最需要认真讨论的是她的“妇女”与“劳动
(者) ”这两个主体身份。这也直接关系到本文所讨论
的主题。男女———基于性别分类的社会主体;同工同
酬———按“劳”分配原则成为社会基本的分配制度。
所以，“男女同工同酬”的价值、制度之所以出现的社
会前提，是因为社会新的组织方式的出现。“性别”与
“劳动”成为新社会的两种组织方式，据此，催生了新
的社会主体:妇女，确切地说，劳动妇女。
妇女，在成为现代社会主体之前，更基础的前提

是性别，如同阶级一样，成为理解社会、想象社会的
基本原则之一。性别与阶级，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
新知识。正因为两者都是理解与想象社会的基本类
属，也造成在理论与实践上两者关系的纠缠不清。

伴随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出现，逐渐脱离各种封

建人身依附关系———在中国主要是指向父权制家庭
与封建宗法制度———的个体构成了新社会，性别才
逐渐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方式。所以，某种意义上
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也是性别化的过程。女性与
妇女这些主体身份的塑造，本身就是性别化的过程

之一。从而，如何对待与安排男女之间的关系［33］成
为社会的基本制度。男女同工同酬，就是在这种性
别化的社会里产生的基本诉求。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男女同工同酬是在权利的范畴内被争取的。
社会主义社会把男女同工同酬视为社会基本性

质的体现，是因为“劳动”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方
式。新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按生产单
位组织社区，是由一个个蜂窝状的生产单位构成的

社会。传统乡村社会秩序也被重新组织。对于乡村

社会的改造，土地改革的研究是重点，研究者多看到

土改对于乡村阶级关系的改变。常利兵对西沟土改
进行研究后认为，土改不仅是阶级权力的变更，包括

经济权力———租佃关系变更，和政治权力的变化———
贫雇农组成的农会成为村庄新的统治机构，同时还有

其他维度的社会关系的变更。就西沟而言，历史中的
土—客关系被翻转，甚至居住空间也发生了重构，一
直客居在穷山沟的外乡人搬到了土著村落中生活，像

李顺达这样的外乡人成为村庄新的掌权者和领路

人［34］(PP158－178)。笔者想补充的是，如果说土改是对旧秩
序的破坏，那么，劳动则成为乡村社会新秩序重构的

基本方式，生产组织与组织生产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心，

不仅重构了乡村秩序，也塑造了劳动主体。劳动，本身
并不自然地生产出劳动主体，在劳力者治于人的时代，

为“活着”而挣扎的劳动者是受苦人。劳动，是受苦。
所以，劳动者主体的诞生，依赖于以“劳动”开始

作为新社会的组织方式;劳动的价值被以各种方式承

认，包括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承认;劳动者主体地位在

政治上得以确立。正是在劳动成为村庄新秩序的基
本组织方式时，劳动模范李顺达才能真正成为村庄的

权力核心。劳动模范的模范性不仅在于个体劳动的
勤劳与成效，也包括组织劳动，即劳动的组织方式。
申纪兰，作为嫁过来的媳妇，同样是村庄的外来

者。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妇女被婆家与婆家村真
正接纳，一般只能在其生育之后，尤其是男孩出生之

后，才开始在子宫家庭中争取到地位，才有可能真正

融入男系制村庄的社会秩序中。但在以劳动重新组
织村庄秩序时，女性可以凭借“劳动”而不是丈夫家
庭，被快速组织进村庄的生产组织，被纳入村庄秩

序，尽管传统的外婚制仍被保留着。申纪兰这个年
轻的外来媳妇作为“劳动妇女”，很快被吸纳到村庄
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中，“劳动”———家外的生产
劳动，开始逐渐成为“妇女”主体身份的主要构成部
分。当然，“( 劳动) 妇女”主体的建构与妇女参加生
产劳动之间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自然形成的过程，而

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需要中介去组织与推

动。申纪兰，不仅在参与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逐渐形
成了自己的劳动妇女的主体，也参与到动员和组织

其他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中，建构其劳动妇女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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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些行动事实上改变着村庄的秩序，影响着国家

的某些进程。正是基于这种发生在日常劳动层面上
的微观事件嵌入村庄秩序的变化，与更广阔历史进

程的勾联，申纪兰与西沟妇女们成为历史主体瑐瑣。
要理解“劳动妇女”的主体性，一定要区分“劳

动妇女”与“妇女”“女性”这两个主体的异同。“劳
动妇女”是用“劳动”修饰与限定了“妇女”的内涵。
“妇女”“女性”［35］都是诞生于近代的性别身份，都是
性属( sex) 作为分类系统的现代( 西方) 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的知识进入中国之后的结果。如果说，“女
性”身份凸显性的类分和个体化的特征，使得生理性
的性成为女性主体的构成部分，那么，“妇女”彰显
的女性在家内家外的角色、位置与作用构成了妇女
的主体性。妇女，作为一种集体身份，是伴随着近代
中国的社会实践———文化生产、组织实体、集体行动
等———不断制造与生成的过程。个体女性正是参与
到———不管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卷入———这个历史
进程中，才逐渐形成了“妇女”的集体身份归属。中
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参与“妇女”［36］(PP132－160) 主体建
构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更重要的是对“劳动妇女”
主体瑐瑤的塑造。把参加“生产劳动”作为识别劳动妇
女的关键特征，以区别于城市里、机关里的职业妇女。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上升时

期，也是“生产劳动”去掉荣光的时代，当“女性”重新
成为主体身份认同的主流时，年轻一代拒绝“妇女”这
一身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曾经强势注入
“妇女”主体认同中，构成了“妇女”的历史基因［37］。

3．“劳动妇女”主体的生成:走出家庭参加劳动
的申纪兰

申纪兰的生命经历，是嵌入在近代中国整个大

的女权运动 /妇女解放运动提供的时代背景中的。
出生于 1929 年的她，童年时赶上了阎锡山的“放足
令”，没有缠足，她的一双天足，为其日后参加劳动成

为劳动模范留下了身体的基础，也是解放的象征。
十多年后，这双大足助力她成为互助合作社的副社

长。李顺达为合作社考虑培养女社长时，申纪兰的
天足是加分项，据说与她竞争的培养对象是“半解放
脚”［28］(P5)。由于家里缺少劳动力，少年时期的申纪兰
就要走出家门参加家外劳动挣工分。贺萧对于陕西
妇女史的研究同样发现，解放前缺乏劳动力的贫困

家庭，妇女被迫要参加家外劳动，这也说明基于儒家

理想规范构想的“幽闭妇女”的传统妇女的生活想
象，对于这些劳动阶级的妇女是不成立的。尽管“解
放是妇女走出家庭”的故事没有说完整，但也并非全
然不对。儒家的性别规范仍在起作用。在文化层面
上，家里的妇女需要到家外从事生产劳动并不是一

件体面的事［38］，最起码说明家道中落，家中无 ( 男)

人。共产党的到来并不是让“不事生产”的妇
女———与“幽闭妇女”一样，是中国近代化起始时制
造的话语［39］———参加生产，而是翻转了劳动的意义，
让劳动变得光荣。劳动解放妇女的新的意识形态的
塑造，使妇女走出家庭，不仅光荣，而且必须。
申纪兰在未出嫁时，不到 14 岁的她离家跟随男

子们一起参加灭蝗大军，给家里挣了工分。这不仅
是因为家里缺少( 男性) 劳动力的客观需要，抗战时

期妇女组织动员与组织妇女走出家门从事后援工

作，以及相应的妇女解放的宣传，多少已经松动了传

统儒家性别规范对于女子的要求。申纪兰，作为“妇
女”被召唤，也是她妇女主体逐渐生成的过程。因为
申纪兰敢离家劳动、肯吃苦，娘家村 ( 山南底村) 成
立妇救会时，妇救会主席就找到她，培养她。年龄最
小的她，每次开会都去。“可是愿意参加妇救会，觉
得那些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的道理有意思。”［28］(P80) 因
支前需要，妇女组织发动妇女纺花，山南底村成立纺

花组时，申纪兰与妇救会的人一起报名参加;在学习

纺花的过程里，申纪兰不仅“能受苦”，还善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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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丁瑜:《妇女何以成为社群主体———以 G市 L村妇女自组织营造经验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9 年第 7 期。其中
对于“历史主体”的定义是以行动参与改变社会。
纵观中共党史，中共重视妇女运动，把妇女视为一种能动积极的改造社会的主体力量，承认并积极培育妇女的革命主体

性和生产主体性。1921 年建党初期，中共就建立起妇女工作的基本机制。动员与组织妇女、培养妇女干部一直是党的
工作的一部分。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已逐渐认识到发动农村妇女的重要性。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使中共非
常重视农村妇女工作，特别是延安“四三”决定颁布之后，对于劳动妇女主体性塑造的中介从“权利”转向“生产劳动”。



很快她纺花又快又好，成了第一名，在县上的评比中

成为模范。在“三八”节大会上，申纪兰站在主席台
上，戴上了红花，受到了表彰。在县的表彰会上，申
纪兰遇到了李顺达的母亲郭玉芝———另一位纺织模
范、西沟村妇救会的会长。后来，当申纪兰嫁到西沟
的时候，就是郭玉芝找到申纪兰，让她参加西沟村的

妇救会。申纪兰认为李顺达娘找她，一方面是因为
她能劳动。申纪兰的丈夫是军人，一走七年，婆家同
样缺少劳动力，所以很早就参加了李顺达的互助组。
申纪兰到婆家后就到地里劳动。另一方面，她认为
是妇救会的组织网络起的作用。“我在山南底不就
是妇救会的? 在县纺织模范大会上也见过李顺达

娘，可能我村妇救会主任龙月秀也跟她提我

来。”［28］(P82)妇女组织与妇女网络的出现，使参加家外
劳动的申纪兰在家庭外存在另一种社会联结。这个
妇女网络对申纪兰融入婆家村也提供了帮助。这已
然不同于传统生活秩序中的妇女。上文已经论证了
传统乡村秩序得以改变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组织新社

会的基本组织方式。此处，申纪兰的故事在微观层
次上提示我们，作为个体妇女与社区秩序建立联结

的中介环节———妇女组织的重要性。从村妇救会到
后来申纪兰成为村庄妇女领导，到动员妇女与组织

妇女劳动，妇女组织———使用“妇女队”这种劳动组
织方式，在争取同工同酬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妇女
组织作为家庭外性别化的社会团体，既是建构与形

成妇女主体身份的重要载体，也帮助将妇女的个体

主体提升为组织主体，借助组织的集体力量与行动

力改变社区，西沟妇女争取同工同酬就是典型的

故事。
但是，妇女新主体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社

会秩序与生活伦理的彻底断裂。申纪兰没有生育，
抱养了三个孩子，作为新社会的新妇女，她似乎不能

完全摆脱传统秩序的要求，但作为要从事家外劳动

生产的妇女，这三个孩子主要是由婆婆照顾长大。
各类访谈在淡化申纪兰的妻子与母亲角色时，申纪

兰与她婆婆的关系被各种传记与访谈屡屡彰显。但
是，细品申纪兰的婆媳关系，孝顺这一传统美德的内

里，却因申纪兰参加生产劳动已被深刻改造过了。

我有个好婆婆，就在家里看家，给我管家，过的

黑来，来家看看孩子，我就走了。那会儿我当了农业
社副社长，公公就说，女人家在村里当甚官? 还是婆

婆理解我，说:“纪兰现在赶上了好时候，当副社长也
是咱家的光荣。”那会儿同工同酬，回到家四肢散架，

婆婆总是把饭菜端到眼前，黑来开会晚了，婆婆就把

饭菜给我悄悄留下。孩子小时候，我天天在村里忙，

就管不了他都，婆婆都替我担了，一把屎一把尿，替

我把孩子拉扯大了［28］(P191)。

当申纪兰作为一个“劳动妇女”走出家庭时，与
婆婆之间不仅是家庭内部年轻妇女与年老妇女之间

生产与再生产职责的分工瑐瑥，还产生了“妇女”的连
带，婆婆一句“赶上了好时候”，意味深长。

一直以家庭外角色示人的申纪兰是孝顺的好媳

妇，包括申纪兰作为新法接生员———传统女性领域
加上新技术的赋权，似乎完成了申纪兰作为新妇女

主体的完整性———家庭内外角色的完整性。这也让
我们意识到，新妇女的主体并未完全脱离传统的定

义，特别是保留了婚姻以及妇女家内角色的要求。

如同“妇女”———由( 出嫁后的) 妇 + ( 未嫁时的) 女
所寓义的，“新劳动妇女”的主体仍由家内与家外两
个角色共同完成。但是，新社会用生产 /劳动重构传
统秩序时，重构了家内与家外的主次顺序，以家外的

劳动贡献来衡量新妇女的社会价值。舍小家顾大
家，得到赞扬与支持。但同时，妇女的家内责任以及
角色要求并未完全消失，这也体现为妇女参加劳动

之后的双重负担，或是像申纪兰与婆婆之间的家庭

内部的代际分工上。

意识形态构成强势官方文化; 女劳模典范事迹

的引领———在女劳模的事迹报告中，一般都有克服
恋爱、婚姻、家庭这三道关; 基层生产组织往往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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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妇女参加家外劳动之后，生产与再生产劳动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分工并不仅仅存在于市场化时代。集体化时期尽管在
理论上把妇女解放的理想寄托在再生产的社会化，但在国家财政 /集体积累不足以承担这部分职能时，“自然地”把再生
产职能保留给妇女。集体化时期，当部分再生产劳动转移到家外如抱娃组、简易托儿所时，事实上也只是青年妇女与老
年妇女在社区内部的代际分工。



着劳模 /先进生产工作者展开安排，劳模在生产过程
中的中心位置，不仅是对其劳动能力、劳动技能、劳
动态度的承认，也是经济民主的体现，是荣誉也是赋

权;最后，国家在政治上的承认，这种承认政治而非

参与政治让劳模获得了政治上的赋权。换言之，在
新秩序中，走出家庭的妇女能够在家外获得更多的

身份、与更多的集体建立起身份联带，当然最重要的
集体是各类组织( 比如，党团组织、单位、合作社等)
与国家。妇女可以在家庭外部获得更多的意义感与
价值感，当问申纪兰为什么不随丈夫去长治城里生

活，申纪兰答: “当个家属，我是个好家属，可就当不
成人大代表了。”［28］(P96)

当国家在塑造新秩序与新道德时，又反向塑造

了家庭与家内角色的负面性。所以，当新秩序、新道
德建立起来之后，新妇女主体———确切地说“劳动妇
女的主体”———诞生之后，当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劳动
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之后，回归家庭则被视为与“社
会”的脱节，“与社会脱节”这句话的话外音就是妇女
的人生意义与价值感的丧失，即主体的丧失。这就能
解释当时的妇女为什么在不断抱怨家外劳动的辛劳

与重负时，并没有把回家视为一个好的方案。反之，
当国家与社会撤回对劳动光荣的意识形态支撑时，当

妇女家内角色重新成为建构“好女人”主体的首要维
度时，当劳动的意义消解时，“劳动妇女”的主体也消
解了。但同时，家外劳动与妇女主体强势勾连的历史
记忆已内化为一种文化基因或新传统，“与社会脱节”
的忧虑弥漫式地阻击“妇女回家”之论与新兴起的主
妇文化，如同驱之不去的幽灵，会久久飘荡。
(二)申纪兰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与西沟妇女争

取男女同工同酬

1．以情入心的动员:用尊严与承认召唤“妇女”
申纪兰成为初级社女社长之后，主要工作是发

动妇女“下地劳动”瑐瑦。劳动妇女主体没有生成之前，

传统性别规范与生活秩序仍规范与约束着妇女的行

为。西沟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生产到妇女们争取同工
同酬的过程，就是劳动妇女的主体生成的真实过程。

申纪兰动员妇女出来劳动就是对劳动妇女主体的召

唤，艰难的动员过程就是主体辛苦孕育的过程。主体
不会理所当然地存在在那里，而是一个生成的过程。

申纪兰第一次动员妇女出来劳动时，全社有 26

户人家，25 位妇女劳动力瑐瑧出来劳动的只有 5 人，除
了申纪兰和吕桂兰( 李顺达的妻子) 瑐瑨，一共动员了 3

人。马俊昭是被动员出来的 3 人中的一位。20 世
纪 90 年代末，有人访问当时已经 70 多岁的马俊昭，

老人还清晰地记的 40 多年前第一次出门劳动时的
为难与纠结:“头天晚上答应了纪兰，我一夜都没肯
睡安稳。第二天早早地吃了饭，就提着镢头站在墙
角，只敢探出个头，单怕让人看见了。远远地看见纪
兰在坡底下招手，就溜着坡根根高一脚低一脚地往

过跑，连头都不敢回过，就跟做贼差不多!”［29］(P96)

“跟做贼一样”非常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个人与
主流秩序背离时内心的压力，行为无法做到坦荡与

磊落，恰好说明了新主体的生成必须在新规则成为

主流、新秩序真正形成之后。
5 位妇女第一次下地，以失败告终。原因就是
妇女不懂农活。那天的活是刨地头，妇女不会使镢
头，不会用劲，被男人围观与奚落，“男人吸袋烟，顶
女人动半天”［40］(P71)。妇女们脸上挂不住，那 3 个妇
女都跑掉了。

当时李顺达不在西沟，去苏联参观学习了，申纪

兰去找支委宋金山。宋金山让申纪兰与吕桂兰先去
县里参加技术培训班，学回来再教其他妇女。后面
的故事确实也一再说明技术赋权的重要性。从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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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并不是说西沟妇女不劳动，而是要改变妇女劳动的内容与劳动的空间: 从庭院劳动走向田间劳动。
妇女的纺织收入与养鸡收入曾经是李顺达互助组的主要副业收入之一。西沟妇女也并不是全然不参加田间劳动，1945
年长治战役时，西沟的青壮年大部分去了前线，李顺达就组织老人与妇女帮忙秋收( 参见常利兵:《西沟:一个晋东南典
型乡村的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 1943－1983)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148－149 页) ，但是妇女不参加农田主要
劳动，也没有农田劳动的技术。
参见常利兵:《西沟:一个晋东南典型乡村的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 ( 1943－1983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205
页;蓝邨在 1953 年的报道中说全社是 24 个女性劳动力。
吕桂兰是李顺达的妻子，李顺达去苏联前，就交代妻子要支持申纪兰的工作。



镢头逃跑到女社员与男社员通过技术比赛争取男女

同工同酬，掌握农田技术是妇女赢得完全劳动者资

格的条件。
申纪兰与吕桂兰从县里培训班回来，正赶上上

地锄冬麦，申纪兰提出来让沙地栈的妇女来锄麦。
申纪兰再次召开妇女动员会的时候，有人提出若是

能说动李二妞出门劳动，大家都下地劳动。李二妞
是村里出了名的落后分子，也一直被夫家看不起。
申纪兰如此评价: “李二妞是个出了名的不出门，手
脚慢，村里甚事也不参加。”［28］(P88)

如果说申纪兰动员马俊昭时，利用了她跟马俊昭

之间的同乡情义，马俊昭与申纪兰娘家是同一地的，

又都嫁到了沙底栈［29］(P96) ，申纪兰对李二妞的动员中却

使用了另一种情:妇女对“尊重”与“承认”的需求。
当申纪兰用妇女解放的“理”去动员李二妞，还

被其揶揄: “你进步，你去下地，我活了半辈子，死了
就是一辈子，解放不解放的。”申纪兰用“利”去劝导
也碰了壁:“参加了劳动，能多挣劳动日，能多分些红，
也能缝件新衣裳穿，不用一直穿破旧衣裳。”李二妞还
是不动弹。因为初级社的时候，土地和生产资料还参
与分配，按“劳”分配只占一部分。妇女不熟农活，在
土地上下的劳力挣的那点钱可能都不如男的抽袋烟

的工夫所干的活。论挣钱，妇女一直是家庭副业的主
要承担者，并非完全没有收入。申纪兰急了，用李二
妞被夫家轻视的事激将李二妞:“他爹瞧不起你，你能
怨谁? 你要劳动了，就能挣上工分，多劳动多挣工分，

想换件新衣服就换，不用靠他爹。你看全村妇女都下
地了，就你在家，瞧他都( 其他人) 笑话你。”
申纪兰又去做李二妞丈夫秦克林的工作。他回

复说:“那是个活死人，还能下了地?”当秦克林否定
李二妞的能动性时，申纪兰却以对妇女的信任要求

给李二妞机会。申纪兰说: “那可说不定，你要不支
持，你也不能不叫她下地，是不是那块料，还得试

试。”不知什么原因说动了秦克林。第二天，李二妞
真扛着锄头下地来了，李二妞对申纪兰说: “他爹跟
我说，你要吃饭，就去锄麦子;不吃，就拉倒。纪兰你
说说，这说的是个人话? 我还能不吃饭?”［28］(PP88－89)在
传统乡村秩序下，动员妇女出来劳动，争取家庭成员

特别是丈夫的支持，而非采取斗争的方式，这是延安

的纺织运动与大生产运动中逐渐形成的动员策略。
利用晚上收工的时间，申纪兰在地头抓典型评

模范，李二妞就是当天评出的两个模范中的一个。
当天晚上，申纪兰就叫村里的播音员广播李二妞当

模范的事，表扬李二妞。从此，二妞的积极性调动起
来了，争当日模范、月典型、年先进。村里妇女看到
李二妞都下地了，也都跟着下地了。

2．西沟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 劳动过程中生
成的劳动者主体

妇女们锄了三天麦子，还是“老五分”。当时合
作社规定男人下地劳动一天，一个劳动日，记 10 个
工分。妇女劳动一天，则记 5 个工分。妇女们有意
见了。有的妇女就提出“纳一对鞋底还能挣三升
米”［28］(P91) ，有人就不愿意下地了。申纪兰反复给妇
女们做工作:“‘就是纳鞋底挣上来了，你看起你了?
还是劳动光荣，都是个人，妇女怎么不行啊!’可是政
治一顿，经济一顿，工作可难做了。”［28］(P91) 相比申纪
兰动员李二妞时入心的“情”，在面对男女同工不同
酬的不平等对待时，申纪兰用习得的“劳动光荣”
“妇女也是个人”的这些“理”，对妇女们没起到作
用。申纪兰可能没有意识到干一样的活没挣到一样
的工分，恰是对妇女劳动的否定，使妇女感到不光

荣，所以用“劳动光荣”的大道理根本无法赋予妇女
光荣感，而必须在微观层面上让妇女的劳动获得同

样的光荣。所以，情理必须兼融。
申纪兰把妇女要求“干一样活，就应记一样的工

分”、拿男人一样的工票的要求提到了社务委员会与
党支部那里。支委宋金山说: “党是重视这个问题
的。你们要再做出成绩来，社员们这种思想就能扭
转。”［9］申纪兰只好领着剩下的妇女“硬着头皮干，下
决心做个样子，教他都看看”［28］(P91)。感到不公平退
出劳动的妇女，和坚持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争取同工
同酬的妇女，实则都是劳动者主体生成的具体表现。
真正的主体必须在劳动过程中才能形成，参加劳动

的妇女认识到自己的劳动者地位，要求与男子同工

同酬的公道，真正的劳动妇女主体破土而出。
蓝邨报道中提到 5 件事。张雪花耙地时蹬耙，

赢得了与男子一样的工分。从那以后，妇女只要能
干技术活，就能挣一样工分，妇女下地的积极性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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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春播时男女分开担粪匀粪，男人休息了，妇女
不休息。结果不到上午，妇女的粪都匀完了，有的男
人还没匀完。社务委员会从此取消了妇女“老五
分”的决议，按照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重新评定了
妇女的底分。申纪兰、张雪花、吕桂兰评为十分，李
二妞评为七分。间苗讲技术，妇女们先拜师学艺，结
果妇女间苗又快又好。有三个妇女超过了男人，她
们比男人们多得了一分工。以后只要妇女比男的干
得好，就比男的挣工分多。锄二遍谷时，二遍要锄得
深，很累人，但妇女们还是赶上了男社员。男社员提
出使“王登高耘锄”( 一种改良农具) ，他们以为妇女
不会使这种新式农具，以为便能赛过妇女。妇女经
过几个月的锻炼，已经对自己有了自信，对技术不再

胆怵，很快掌握了使用方法。男人不服气，社务委员
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动了一次技术比赛。比赛
结果妇女并没有落后，个人的技术高低也分清楚了。

男社员没意见了，也同意妇女去丰产地里劳动，以前

男社员不让妇女去丰产地劳动，怕不懂技术的妇女

坏事。合作社买回来一百多只羊。羊工一般都是男
性，草场在后山，又有狼。也可能是男社员对女副社
长还不太服，有点故意为难申纪兰，提出让申纪兰放

几天羊。申纪兰与张雪花没有怯场，安全顺利地放
了几天羊，社委会派出了两个男羊工去替换，妇女们

体面地交出了放羊的鞭杆［9］。

西沟村妇女争取同工同酬是个过程，是不断赢

得男人认可的过程。突破口就是妇女掌握农田劳动
技术，会使用农具，熟悉农业生产，证明与男性拥有

同等的劳动能力，做出与男性相同的劳动绩效，从而

赢得男人的尊重与承认，拥有完整的劳动者资格，最

终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从来不是抽
象的权利，而是拥有能力之后的谈判力。
一直在劳动一线的申纪兰对于“按劳分配”“男

女同工同酬”有着非常精确的理解: “咱后来就公
道，挣到了就给你记十分，挣不到的，就是你体力不

行，技术不行，或者你不按时上工。就男的也一样。
这就是叫做平等了，还合理分配了。后来还不是说
男人干甚妇女就干甚，你要说拨苗吧，妇女就干得

好，就比男人分还高，她那手也巧，那男人又吸烟，圪

蹴下他又不方便。要像抬石头了，那主是男的比较

好，这就叫公道，合理使用劳力。社会主义就这个优
越，( 以前) 不但对妇女不公道，对男人也不公道，男

人有人好有人不好，都能挣十分? 这也不公道瞎。

为公道而斗争，解放( 思想) 可不容易呀。”［40］(P83)

西沟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过程，充分展示

出西沟妇女的主体性和妇女的智慧，比如通过男女

分组比赛来展示妇女的能力与劳动的效能。西沟男
女分组进行劳动竞赛的智慧，解答了长期困扰笔者

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崇尚“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
干”的集体化时期，会存在大量的妇女专业组。在妇
女的劳动能力与资格还没有得到完全承认的时期，

通过性别区隔建立妇女劳动组织，有助于妇女的能

力与成绩被看见、被承认。同时，妇女生产组织的单
独存在，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妇女”主体的形成与
“妇女”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追求平等的
过程中有可能加剧性别的分化，客观上推动着社会

的性别化，推动性别成为社会的组织方式。比如，西
沟妇女在追求男女同工同酬的过程中，妇女在逐渐

进入传统男性垄断的农田生产时，农业的性别化分工

却在逐渐形成。当妇女会耙地时，社里就把耙地的活
儿交给妇女干，留下男人去修整土地、改良土壤。当
妇女间苗的工作做得好时，社里又把间苗的活儿交给

妇女了，男人去锄玉茭。笔者不想简单化地去否定生
产劳动的性别化分工。分工是现代社会特点，也是组
织大生产的需要。集体化时期，妇女大量进入农业劳
动与工业劳动，那么，劳动的性别化分工，包括行业、
职业、工种的性别化分工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是怎
么发生的? 给生产体制、给妇女与性别关系带来了什
么样的持久影响? 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申纪兰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西沟妇女争取男女

同工同酬的过程，是妇女大规模进入工农业生产领

域的起点，笔者只是想在这个起点处指出，性别不仅

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也正在成为生

产劳动的组织方式。集体化时期“去性化”的另一
面是社会性别化的过程。而这个“去性化”实则就
是“按劳分配”之“劳”与“男女同工同酬”之“工”的
“无性化”对女性劳动力提出的要求，女性劳动者有
性的身体在面对要求她成为“无性化”劳动力时，面
临的困境并不是集体化时期所独有的，而是妇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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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进现代大生产时的现代性困境。
3．组织的在场:男女同工同酬的支持力量
男女同工同酬能够在西沟得以推进，除了申纪

兰与西沟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外，不能不提各种

组织在场发挥的作用，特别是西沟党支部作为基层

权力核心发挥的支持性作用。
申纪兰与吕桂兰去县里学习之前，宋金山也提

出以支部名义开个扩大会，给那些不愿意家属出来

劳动的男人做做工作。作为西沟妇女争取男女同工
同酬的开创性事件，张雪花蹬耙后去领工票，记分员

问怎么记，申纪兰说“这工就该记成一样”。支委宋
金山说:“记成一样呗，那还怎记?”［28］(P91)关键时刻党
支部及其成员的作用非常重要。当申纪兰把妇女对
“老五分”的不满意提交到社务委员会和西沟村党
支部时，参加了当年的社委会与支部会的张俊虎回

忆道:“她在会上提出后，支部和社委会都很重视，老
李也觉得是该一样，不然就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啊。

后来决定了记一样的工分。”［34］(PP212－21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的回忆中提到的“不然
就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可以看到“男女平等”作
为规范对于李顺达以及西沟支部委员的影响。申纪
兰谈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时，微观层面上，她认为与

李顺达与党支部的支持密不可分。“西沟妇女解放，
要没呐西沟党支部支持，李顺达不支持，我也同酬不

了。”宏观层面上，她把同工同酬归为“党的培育、党
的领导”［28］(P97)。放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语境
中，笔者不认为这是申纪兰应景的政治话语。
申纪兰回忆道:“同工同酬开始的时候李顺达不

在西沟，他去苏联了，我们县里头派干部住在这里，

包队，全国妇联也派人住在这，省妇联也有人在这，

还有记者也在这，帮助发动妇女，同工同酬要没有共

产党也酬不了。”［40］(P85)

结合本文第二部分对于作为“价值”“制度”与
“事件”的男女同工同酬的分析与梳理，当西沟妇女
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时，既有宏观层面大的国家制度

环境与意识形态环境的支持，又有微观社区层面的

特殊性。基于李顺达与李顺达互助组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独特地位与引领作用，笔者也相信，相比

于普通村庄，“男女平等”这类政治规范对于李顺达

与西沟党支部的约束力会更大。换言之，如果地方
干部缺乏对于新规范的认同，很可能会阻碍同工同

酬制度在当地的推行。
所以，申纪兰发动妇女参加劳动与西沟妇女们

成功争取到同工同酬，或者可以用“情理兼融”来描
述这一历史进程。情，实则就是劳动妇女主体生成
的过程。当妇女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劳动者的主体
身份，就会像申纪兰与西沟妇女们一样采取各种集

体行动( 包括退出的行动) 推动社区的改变。理，就
是男女平等、劳动光荣这类规范在推动同工同酬的
过程中对于各级地方组织特别是基层干部的约束

力。地方权力核心对于妇女行动的支持才让改变不
仅发生而且产生结果。
申纪兰发动妇女参加劳动以及西沟妇女争取男

女同工同酬的故事，之所以被发现，当然与李顺达互

助组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
但若没有申纪兰与西沟妇女的主体性，一切都不会

发生。正如张俊虎老人所言，男女同工同酬这话“虽
然这不是申纪兰本人直接提出来的，但是确实在她

的工作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如果妇女不参加劳动的
话，就没有工分不工分这一说了。”［34］(PP212－213) 在宏观
制度与微观环境的配合下，具有主体性的申纪兰与

西沟妇女成为历史的主体，在共和国的合作化史与

共和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留下了她们的故事。
五、结论
2007 年，《西沟: 一个晋东南典型乡村的革命、
生产及历史记忆( 1943－1983 ) 》的作者常利兵教授
去西沟调研时，当时仍健在的马俊昭老人向他回忆

起集体化时期的劳动时仍面带兴奋: “参加劳动了，
能挣到工分了，有了工分了，就能吃上了嘛。男人们
挣多少工分，我们妇女也挣多少工分。这就也能给家
里挣下吃的了。还有就是从家里到地里了，也能红火
起来，不然每天在家了闷得慌，没意思。到了地里吧，

人多了，有说有笑，不觉得累，比家里热闹。”［34］(P211)

高级社之后，完全实行按劳分配了，妇女的劳动力

对于家庭收入就变得更为重要，妇女也更大规模地参

与到农业生产中去。妇女参加劳动已经成为新社会的
主流，“人家都劳动了，你还能在家不劳动了?”［34］(P212)

马俊昭老人下地劳动时，不会再“跟贼一样”溜着墙根

621



走了。反之，当妇女劳动成为日常，相比于在家“闷得
慌”，地里的劳动是“红火”与“热闹”的。老年之后，
每天都面对东山、坐在自家房前石头上很少说话的马
俊昭老人，回忆起那段历史仍面带兴奋［34］(P212)。
集体化时期的妇女口述史基本都记录了妇女们对

于那段历史“劳累并快乐”的记忆。对西沟进行过多年
口述访谈的刘晓丽教授团队对老年女性村民的回忆留

下了相似的田野笔记:“经历过同工同酬的老年女性村
民，对那一段历史的回忆则主要集中在艰苦的劳动和

生活上，也有人保留着那个年代愉快的回忆。”［40］(P66)

留给后世研究者的是，如何解释妇女们的“精神
的愉快”与“身体的劳累”。有学者认为很多妇女对
于集体劳作的“火红”记忆的眷恋，呈现出“心灵的
集体化”［41］。笔者认为心灵的集体化正是因为“劳
动妇女”的主体性与家庭外的集体生产劳动之间内
在的构成关系。换言之，集体劳动在劳动妇女的主
体建构中具有内在的核心意义，而非只是形式化的

“集体欢腾”。如果只是形式化的欢腾，那当然只能
是“妇女解放的幻象”。如同，若只是把发动妇女参
与劳动、男女同工同酬制度的安排，工具化地理解成
对于妇女劳动力的需要，那就无法解释当劳动成为

社会组织原则时，对于申纪兰、李二妞这些村庄外来
媳妇的解放作用、她们参与劳动的主体性以及与妇
女组织的连结关系。尽管这种主体性并不是天生存
在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逐渐生成的。
李二妞的故事启发我们，妇女参加劳动所建构

的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可能并不是谋生之“利”，
而是妇女对尊重与承认的需求。在以家庭为中心的
体系中，妇女追求的是家庭成员对她的承认;在更大

的集体生活中，妇女追求的是集体对她的承认。在
不能彻底改造传统父权制家庭时，妇女在家庭外的

生产中获得了某种尊重与承认。当然“劳动解放妇
女”叙述结构中的另一面，认为妇女家外劳动的收入

赋予妇女独立性，能“自然地”提升妇女在家庭内的
地位并改造家庭关系。“劳动解放妇女”的乐观叙
述，却因为现实中同工同酬实现条件的限制而被不

断挑战，甚至影响到后来对劳动解放妇女的这套叙

述的质疑与解构。女性为追求与男性同样的“酬”，
必须去从事同样的“劳”。在以重体力为主的生产
条件下，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推崇“时代不同了，
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

到”，以及不断推出的各种“铁姑娘”典型，也激励着
妇女不断挑战着身体的极限。比如西沟为造滩地打
坝堵水时，申纪兰也带头跳下去，除了干部的带头作

用，还有个原因就是“男女同工同酬”产生的要求。
“得到了男女同工同酬，我们不能不去呀，也去那河
里头了。我就发现了，人家男同志就顶住这个水了。
我出来了，我这个腿就冰得不行了。我也不知道咱
这个女同志有这个生理现象，我站到那儿晕。……
就不敢说这个话，也不能说这个话，要一说，都不去

了，都不干了，吃苦在前呀，真是，这样才解决了吃饭

问题，增加了 500 亩好沟坝地。”［40］(PP75－76)

生理性别的限制与社会性别的要求———家内责
任仍是“劳动妇女主体”构成部分，使绝大部分妇女做
不到像男子一样的“劳”，从而也得不到男子一样的
“酬”，那么，按照经济收入决定家庭地位的主流话语，
又限制了低收入妻子去挑战高收入丈夫的权威。这
是追求男女平等的“同工同酬”实施后的悖论。
当宏观的意识形态宣传与主体微观日常生活层

面的身心感受出现脱节，主体的困惑、质疑就会不断
地发生……我们需要从这种困惑出发，以主体的
身—心感受出发去打开主体与结构的复杂的互嵌关
系，在主体与结构的来回往复中审视体验主体、反省
结构。主体的身—心呈现的张力———身体的苦累与
精神的愉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妇女参加劳动、“男
女同工同酬”制度下的解放与限制。

［参考文献］

［1］1954－2014，申纪兰曾有这些提案［EB /OL］．观察者网，2020－06－28．

［2］侯虹斌．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始末［EB /OL］．侯虹斌客厅，2020－06 －29．

［3］林岛．纪念申纪兰:妇女解放运动的引路人［EB/OL］．澎湃·思想市场，https: / /www． thepaper． cn /newsDetail_forward_8053852．

［4］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兰精神代代相传———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同志与世长辞［EB /OL］．全国人大网，

721



http: / /www． npc． gov． cn /npc /c30834 /202006 /1ed18a3b3ae440f99e06ed1dc6230f3a． shtml．

［5］向“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致敬［EB/OL］．新华网官方客户端，https: / /baijiahao． baidu． com/s? id = 1645978081995525882＆wfr =

spider＆for = pc．

［6］晓晋．申纪兰首倡“男女同工同酬”［J］．党史文汇，2000，( 3) ．

［7］刘翔霄．申纪兰:第一次提出男女“同工同酬”［N］．法制日报，2009－11－11．

［8］李金铮、刘洁．劳力、平等、性别: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的男女”同工同酬”［J］．中共党史研究，2012，( 7) ．

［9］蓝邨．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N］．人民日报，1953－01－25．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949－1978) 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1］读者书店编委会．苏联的工人生活［M］．读者书店，1950．

［12］沈阳女工［DB］．人民数据库，1949－03－25．

［13］妇女工作者代表章蕴发言团结教育广大妇女成为建设祖国的力量［DB］．人民数据库，1951－10－31．

［14］在全国妇代会闭幕会上朱总司令号召生产［N］．人民日报，1949－04－05．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发展中［DB］．人民数据库，1950－10－28．

［16］幸福的新中国女工［N］．人民日报，1951－03－26．

［17］广大妇女参加祖国工农业生产［N］．人民日报，1953－04－16．

［18］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给各级工会的补充通知［N］．人民日报，1951－02－26．

［19］新中国妇女前进再前进———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而作［N］．人民日报，1952－09－24．

［20］福建省人民法院重点贯彻婚姻法获得经验［N］．光明日报，1953－01－20．

［21］华东农业生产中劳动互助的情况［N］．解放日报，1952－03－09．

［22］关于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N］．人民

日报，1952－08－17．

［23］“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Z］．中共党史出版社( 内部发行) ，1992．

［24］积极发动妇女参加农业合作化［N］．人民日报，1955－11－05．

［25］北京市丰台区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组织和按件计工制［N］．人民日报，1954－07－09．

［26］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中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N］．光明日报，1953－01－28．

［27］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社会向全国农民报告生产建设成绩的信［N］．人民日报，1953－01－12．

［28］李中元、刘晓丽编．口述申纪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9］天和．红色人生:劳模申纪兰［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30］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N］．人民日报，1953－04－16．

［31］我国出席世界妇女大会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在世界妇女大会上的演说［N］．人民日报，1953－06－10．

［32］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代表们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言( 之四) ［N］．人民日报，1954－09－25．

［33］宋少鹏．平等和差异:近代性“别”观念双重特性的建构［J］．妇女研究论丛，2012，( 6) ．

［34］常利兵．西沟:一个晋东南典型乡村的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 1943－1983)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35］宋少鹏．清末民初“女性”观念的建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5) ．

［36］Tani Barlow． Theorizing Women: Funu，Guojia，Jiating［Chinese Women，Chinese State，Chinese Family］［J］． Genders，1991，( 10) ．

［37］宋少鹏等．身份认同与校园节日:高校女生节的讨论［J］．妇女研究论丛，2016，( 2) ．

［38］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9］宋少鹏．“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与晚清女权论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0］李中元、杨茂林主编．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 1938－201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1］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J］．中国社会科学，2003，( 4) ．

责任编辑:含章

821


